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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政府建设驱动区域碳减排的组态路径
———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动态QCA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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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推进区域数字化转型是实施国家创新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抓手,数字政府作为

一种新兴的技术治理模式,在推动区域绿色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TOE(技术-组织-环境)理论,选取政

府数字关注度等6项前因变量,并基于2016—2021年全国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利用动态QCA(定性比较分析)
方法,探究数字政府建设推动区域碳减排的多元路径。组态分析结果共得到“基建-资金”驱动型、协同减排型以及

“技术-组织”主导型3条高水平组态路径。进一步分析发现,3条高水平组态均存在一定的案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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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二氧化碳排放引起的全球变暖问题已经

成为全球各国面临的首要环境问题[1],为应对严重

的气候变化危机,全球多国于2016年签订《巴黎协

定》,积极推进全球碳减排进程,探索低碳发展模

式。中国作为全球碳排放大国[2],能源消费结构长

期以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化石能源为主,这一能

源结构在长期推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

严重气候问题与资源浪费。针对碳排放引起的气

候变化问题,中国政府于2020年提出“2030年前实

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这
一承诺不仅是对全球气候治理的积极响应,更是推

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实现区域绿色转型的关键

举措。近年来,中国政府在区域节能减排的行动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借助市场化[3]、税收[4]、财政[5]、金
融[6]以及技术创新[7]等政策手段,形成了系统的区

域碳治理体系,有效推动了区域绿色发展。尽管政

府在推动区域碳减排进程中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仍

有相关研究指出,部分环境监管政策可能会造成区

域碳排放的增加[8-9],带来“绿色悖论”问题。这些问

题深刻影响着区域的减排进程,并驱动政府寻找一

种更为高效的环境治理手段以提升区域低碳治理

效能。
数字政府作为一种新兴的治理手段和公共服

务模式,在利用新型数字技术重塑政务流程提升政

府治理绩效[10]的同时,也为区域的环境治理提供了

新的理念与范式。2022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

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文件中,提及要将数字

政府建设与绿色低碳发展相联系,通过打造智慧高

效的生态环境数字化治理体系,推动生态环境保护

数字化转型。相关研究证明,数字政府可以通过推

动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发展绿色金

融以及吸引绿色人才集聚等方式推动区域碳

减排[11-12]。
但同时,数字政府是一个由技术驱动的复杂的

治理模式,由多重维度构成[13],并随着社会发展与

技术更新呈现阶段性特征[14]。以往的研究更多注

重于数字政府这一整体对于区域绿色发展的影响

作用,而较少关注数字政府内部各组成要素之间发

挥的协同影响作用,并且未能充分考虑技术迭代与

区域特征给各地数字政府建设带来的时空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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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基于2016—202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借助技

术-组 织-环 境 (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
ment,TOE)理论,利用动态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
tivecomparativeanalysis,QCA)方法,探究数字政

府建设驱动区域碳减排的多元影响路径。本文的

边际贡献在于:①借助QCA组态分析,揭示数字政

府内部组成要素在驱动区域碳减排过程中的协同

影响作用;②借助组间与组内分析手段,揭示数字

政府影响区域碳排放的时空差异性。

1 数字政府对于区域碳减排的影响
传统的环境监管措施在降低区域碳排放水平,

推动区域绿色转型的同时[4-5,15-16],也可能会增加区

域的碳排放量,产生“绿色悖论”问题[8-9]。事实上,
对于环境监管政策与区域碳排放的关系,学界并没

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定论。一部分学者认为环境监

管政策在实际政策执行过程中所带来的碳减排效

应具有不确定性[17-18],而这种不确定性可能受到

“逆向减排”与“绿色悖论”等两种效应的综合影

响[19],与政府监管不力、政策执行效率低下以及环

境数据不准确等原因相联系[20]。对于政府来说,碳
减排是区域综合治理的重点工作,传统环境监管措

施暴露出的不确定性问题可能会影响区域治理的

整体效能,因此寻找一种新的环境治理模式以规避

原有模式产生的风险是必要的。
数字政府作为一种技术驱动的新兴治理模式,

可以通过数字化手段重塑政府的服务流程和制度

结构,进而有效解决传统环境治理模式中政策执行

效率不足、环境监管过程不透明等问题,直接或间

接推进区域的绿色低碳转型。首先,数字政府可以

通过构建数字化的碳排放监测和核算平台,有效跟

踪和管理城市碳足迹,提高碳排放数据监控的准确

性和实时性,从而增强了政府对高排放企业的监管

力度[21],在此基础上构造的碳排放数据分析模型,
可以为政府的碳减排决策提供精确的数据支持[22]。
其次,数字技术的运用提升了政府服务的效率,降
低了各类行政审批所带来的交易成本,进而减少了

政府办公过程中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能源消耗和

碳排放[11]。同时,数字技术提升了政府信息的透明

度,拓宽了信息沟通渠道,吸纳更多社会力量参与

环境治理[12]。此外,数字政府可以颁布各类数字产

业政策,推动区域产业数字化转型[23],在提升产业

生产效率的同时减少能源损耗。最后,数字政府还

可以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绿色金融发展和绿色

人才培养等间接手段[11,24],对区域碳减排进程产生

积极影响。
但同时,数字政府对于碳排放的影响仍具有不

确定性。数字政府建设是一个漫长、复杂的演化过

程,其内部的构成要素众多,且存在着时间与空间

两个维度的差异性[14],这些特征会影响数字政府与

碳排放之间的作用关系。Che等[25]指出,数字基础

设施在中东、美洲地区呈现出遏制碳排放的现象,
而在欧洲与亚太地区,数字基建则一定程度上增加

了区域碳排放。Li等[26]则证实,数字政府的碳减排

效应会随着时间变化,呈现出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
型非线性效应。因此探究数字政府的碳减排效应,需
要结合数字政府的发展阶段和区域差异,衡量数字政

府建设中各类要素产生的积极与消极影响。
以往的研究视角均是从数字政府建设的整体

出发,探讨数字政府与区域碳排放之间的因果关

系,而没有考虑到数字政府内部各组成要素与区域

碳排放的协同影响机制,以及这些要素具有的时空

差异性。因此,基于时空双维的研究视角,从数字

政府的各构成要素出发,探究数字政府建设驱动区

域碳减排的多元影响路径。

2 研究设计
2.1 理论基础

TOE理论由Tornatzky等[27]于1990年初次

提出,最初用于解释组织技术的采纳行为,后来用

于强调技术、组织和环境三者的协同作用对技术采

纳与实施效果的影响。该框架被广泛应用于技术

治理与环境治理领域。在技术治理层面,数字治理

理论强调数字技术与治理结构、社会多元主体的互

动过程,认为传统治理模式应向以数据驱动、平台

整合、公众参与为核心的新型多元治理模式转

型[28],这一观点为数字政府选题的相关研究选择

TOE理论作为研究框架提供了理论支撑。事实上,
TOE理论被广泛应用于数字政府[29-31]、数字经

济[32]以及数字乡村[33]等领域的研究中;而在环境

治理领域,TOE理论也常被用于探讨区域环境绩效

的提升路径[34-35]。
选用TOE理论的原因在于:作为数字治理理

论的实践主体,数字政府本质上是一个技术嵌入、
组织架构与外部环境高度互动的综合治理系统,它
重塑了原有的治理理念和流程,强调新型技术与制

度结构、政府与其他社会主体在各类治理情景下所

发挥的协同作用[13],因此其驱动区域碳减排的机制

受到多重逻辑的共同影响。在技术逻辑层面,数字

基础设施与数字平台为区域碳活动的监测、分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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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调控提供了基础支撑[21-22,36];在组织逻辑层面,
政府的数字政策体系、科技投入与数字管理机构设

置决定了区域数字化绿色化转型的深度与方

向[23,37];在环境逻辑层面,公众意见通过信息化互

动渠道形成外部压力和反馈机制,提高政府响应低

碳治理需求的速度[12]。因此,选用TOE理论可以

有效揭示数字政府驱动碳减排机制中各构成要素

的组合效应及其机制。
2.2 指标选取

基于TOE理论,参照有关数字政府框架设计

以及数字政府推动区域绿色发展的相关研究,从技

术-组织-环境3个维度,选取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服

务能力、政府数字关注度、技术投入程度、技术管理

能力以及公众数字参与6项前因条件构成数字政府

建设推动区域碳减排的理论框架(图1)。

图1 基于TOE理论的分析框架

(1)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基础设施是支撑政府

数字化转型的物理载体,包括移动基站、互联网、数
据中心、人工智能以及AI等技术设施,作为数字政

府建设的“硬件底座”,其覆盖密度与技术水平直接

影响政务数据采集、传输与处理效率。数字基础设

施具有较高的减排潜力,相关研究发现,移动通信

基站[36]、互联网[38]、数据中心[39]以及人工智能[40]

等数字基础设施,可以有效降低区域的碳排放,推
动区域产业的绿色低碳转型。根据相关研究[36],选
择每万人移动基站的数量作为衡量数字基础设施

水平的变量。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
(2)数字服务能力。数字服务能力指政府运用

数字技术构建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各类云治理平

台、政务App、政务网站等各类数字政务应用,以提

高政务服务效率,实现“一网通办”等政务服务智能

化目标的能力[41],是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核心部分。
相关案例表明,政务服务平台可以有效推动无纸化

办公,减少政府与居民在政务办理过程中带来的能

源损耗与碳排放[42]。Huang等[43]则验证了在线服

务能力(OSI)可以有效降低不同国家地区的碳排

放。选用2016—2021年,南京大学《政府电子服务

能力指数报告》中的电子服务能力指数作为衡量各

省数字服务能力的变量。
(3)政府数字关注度。政府数字关注度是指地

方政府通过政策文本表现出的对数字化相关议题

的重视程度,它可以有效地衡量区域的数字政策水

平,直接影响区域数字化的发展方向。Tang等[44]

指出,政府数字关注水平较高的地区,政府更容易

整合数字技术以实现有效的低碳治理,Hu和

Song[45]则指出,政府数字注意力可以通过改善政府

的低碳治理、加强公众的低碳关注和推动企业低碳

化转型等方式来显著减少碳排放。根据解洪涛和

王嘉庆[46]的研究,基于各省的政府工作报告,统计

了121个有关于“数字技术”与“数字应用”的词汇及

其词频,作为衡量政府数字关注度的变量。
(4)技术投入程度。技术投入程度指用于区域

地区数字政府的财政投入程度。政府在科学技术

研究方面的投入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数字政府建

设的深度,投入结构反映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战略导

向。国务院于2022年发布的《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

设的指导意见》,明确强调要做好数字政府建设的

经费保障[47]。研究表明,数字政府建设过程中,东
部地区能够通过较高水平的科学技术投入有效地

利用信息网络技术,助推城市绿色转型[48]。选用各

省年度科学技术支出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例

来衡量技术投入程度。
(5)技术管理能力。技术管理能力指政府通过

设立专职大数据管理机构统筹数据采集、分析与应

用的能力。大数据管理机构是数字政府的“神经中

枢”[49],为政务云平台、双碳管理系统提供技术底

座。截至2022年,中国已有26个省级行政区成立

了省级大数据管理机构。依托地方大数据管理机

构构建的“双碳”大数据中心和碳排放监测平台,不
仅为政府碳调控提供了数据支撑,也为企业提供了

精确测量碳排放的技术手段[50]。根据相关研

究[51],将省级大数据管理机构的设置情况作为技术

管理能力的替代变量。基于相关设置情况,在每一

省份大数据管理机构的设置当年赋值为7,每年前

后增加1分。例如,山东省于2018年成立省级大数

据管理局,因此2018年赋值为7分,2018—2021年

相应赋值为8~11分,2016—2017年则被相应赋值

为5~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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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公众数字参与。公众数字参与指社会公众

通过数字化渠道表达环境诉求的行为。数字时代

的“压力-响应”机制及公众需求导向倒逼政府加快

提升数字政府建设动力和发展效能[52]。相关研究

表明,公众环保热线可以显著影响政府环境监管力

度[53],并降低企业二氧化硫的排放强度[54],促进企

业绿色转型。参照吴力波等[55]对于公众环境关注

度的研究,选用碳排放百度搜索指数作为公众数字

参与的替代变量。选择“碳排放”一词作为衡量公

众网络减排诉求的关键词,并统计了各省份网络用

户对于该词汇的年度百度搜索指数。
2.3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传统的QCA方法受制于截面数据的限制,缺
乏从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探究条件组态的配置效

应。针 对 传 统 QCA 方 法 的 问 题,Castro 和

Ari􀭹no[56]提出了动态QCA方法,相较于传统方法,
该方法从整体、组间与组内3个维度测量因果关系,
可以有效观察某一条件组态在时间维度上的连续

变化过程,克服了传统QCA方法的“时间盲区”问
题。同时,该方法引入了一致性调整距离这一全新

概念来描述不同的条件组态结果在时间维度以及

空间维度上的一致性变化程度,有助于更准确地反

映因果关系随时空变化的特征[57]。数字政府是一

个持续演化的建设过程,涉及技术、制度以及社会

环境等多种因素的作用[58],而中国的区域碳减排行

动同样是一个具有时空差异,并随时空特征演化而

变化的漫长治理过程[59-61]。基于截面数据的传统

方法无法有效揭示数字政府赋能区域碳减排的时

空演化过程。因此,选用动态QCA方法,探究数字

政府建设驱动区域碳减排的多重影响路径,在方法

上具有合理性。
2016年,中国政府发起了“互联网+政务服务”

的政府改革行动,旨在推进区域公共部门的数字化

转型,提升区域的数字治理能力。因此,以2016年

为样本数据选取的起点,选取2016—2021年作为样

本数据的时间段。同时,根据数据的获得和缺失情

况,选取中国30个省份(因数据缺失,未包含西藏地

区和港澳台地区)的数据作为样本数据。所有数据均

来源于中国历年统计年鉴、CEADS中国碳核算数据

库、国泰安数据库以及权威科研机构的公开报告。
2.4 结果变量

根据相关研究[62-63],选择碳排放强度(CI)作为

结果变量。碳排放强度是指二氧化碳排放量与

GDP的比值,该值越小表明该地区单位GDP生产

消耗的碳排放量越小,地区的碳减排效果就越好。
相较于碳排放量与人均碳排放,CI能够更有效地反

映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水平[64]。省级碳排放的数据

来自中国碳核算数据库(CEADS)的表现碳排放数

据[65],而省级GDP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2.5 数据校准

在对案例进行必要性分析前,需要对原始数据

进行校准。由于样本数据为连续数据,因而参照

Guedes等[66]的校准方法,采用直接校准法并选取

完全隶属、交叉点以及完全不隶属3个锚点对数据

进行校准。根据谭海波等[67]的研究,设置3个校准

锚点分别对应原始数据的95%分位数、50%分位数

以及5%分位数。同时,为避免数据校准之后出现

前因条件的案例隶属度恰好为0.50的归属问题,
采用盛亚等[68]的处理方法,对于隶属度为0.5的案

例,隶属度增加0.001。此外,考虑到区域碳排放强

度与区域碳减排效果呈现负向相关,采用反向校准

的方式对碳排放强度进行校准,即碳排放强度越

低,结果变量的隶属度越高。校准锚点情况与描述

性统计情况见表1。

3 实验结果
3.1 必要性条件分析

3.1.1 汇总一致性分析

在QCA方法中,当前因变量的一致性水平高

于0.9且覆盖度大于0.5时,该变量可以被认为是

结果变量的必要性条件[58]。然而,与传统QCA方

法相比,动态QCA引入了组间一致性调整距离以

及组内一致性调整距离的概念,用于分析样本中潜

在的时间效应和案例效应[69]。参照曾凡军和陈永

洲[70]的研究,将一致性调整距离判定标准设置为

0.2,当距离小于0.2时则表明汇总一致性和覆盖度

的精度较高,当距离大于0.2时,当某项前因条件的

一致性调整距离大于0.2时,研究者需要进一步研

究条件必要性,以探究该条件中的时间效应及案例

效应。利用Rstudio软件对6项前因条件进行必要

性分析,结果见表2。必要性分析结果表明,6个前

因条件的一致性均小于0.9,说明单一的前因变量

不能构成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但必要性分析结

果中存在前因条件组间一致性调整距离、组内一致

性调整距离大于0.2的情况,需要进一步分析。
3.1.2 组间一致性分析

由于本文研究的是高结果变量与高条件变量

(“高-高”)之间的组态关系,因此,着重分析高水平

结果变量与单一条件变量之间组间一致性。表3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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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校准结果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 符号
校准锚点 描述性统计

完全隶属点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差

碳排放强度 Y 418.716 1129.799 6720.129 1945.883 11996.203 163.204 2162.752
数字基础设施 X1 58.124 21.838 5.215 25.488 90.487 3.004 15.973
政务服务能力 X2 75.804 61.425 39.594 60.217 87.290 27.850 12.158

政府数字关注度 X3 0.006 0.003 0.002 0.003 0.010 0.000 0.001
科技投入力度 X4 0.055 0.017 0.007 0.023 0.068 0.005 0.016
技术管理能力 X5 10.000 6.000 2.000 6.233 11.000 0.000 2.311
公众数字参与 X6 136.508 44.228 5.002 55.666 209.652 1.563 44.373

表2 必要性分析结果

变量

高碳减排效应 低碳减排效应

一致性 覆盖度
组间一致性

调整距离

组内一致性

调整距离
一致性 覆盖度

组间一致性

调整距离

组内一致性

调整距离

高数字基础设施 0.703 0.831 0.134 0.846 0.566 0.507 0.177 0.483
低数字基础设施 0.583 0.640 0.260 0.911 0.811 0.674 0.137 0.265
高数字服务能力 0.732 0.798 0.318 0.917 0.569 0.470 0.455 0.368
低数字服务能力 0.514 0.611 0.400 0.841 0.756 0.681 0.260 0.224

高政府数字关注度 0.642 0.778 0.275 0.825 0.611 0.561 0.287 0.328
低数字政府关注度 0.637 0.684 0.260 0.931 0.758 0.616 0.165 0.259
高技术投入程度 0.713 0.866 0.049 0.823 0.460 0.424 0.067 0.598
低技术投入程度 0.526 0.562 0.141 0.936 0.855 0.693 0.021 0.259
高技术管理能力 0.734 0.783 0.354 0.937 0.628 0.507 0.360 0.362
低技术管理能力 0.538 0.656 0.577 0.820 0.731 0.676 0.364 0.259
高公众数字参与 0.698 0.846 0.241 0.825 0.501 0.460 0.470 0.512
低公众数字参与 0.554 0.594 0.391 0.933 0.832 0.676 0.342 0.155

表3 组间一致性检查结果

分类 变量组合情况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情况1 ~X1/Y
一致性 0.759 0.705 0.659 0.521 0.470 0.431
覆盖度 0.585 0.624 0.654 0.658 0.666 0.685

情况2 X2/Y
一致性 0.397 0.540 0.807 0.865 0.855 0.858
覆盖度 0.915 0.895 0.802 0.795 0.750 0.763

情况3 ~X2/Y
一致性 0.811 0.700 0.459 0.403 0.408 0.367
覆盖度 0.527 0.555 0.609 0.657 0.761 0.742

情况4 X3/Y
一致性 0.564 0.421 0.538 0.694 0.810 0.784
覆盖度 0.806 0.704 0.827 0.791 0.740 0.799

情况5 ~X3/Y
一致性 0.748 0.824 0.743 0.587 0.465 0.501
覆盖度 0.588 0.651 0.668 0.712 0.801 0.786

情况6 X5/Y
一致性 0.376 0.553 0.698 0.829 0.912 0.959
覆盖度 0.933 0.892 0.815 0.772 0.759 0.711

情况7 ~X5/Y
一致性 0.922 0.808 0.634 0.443 0.306 0.213
覆盖度 0.588 0.650 0.701 0.705 0.643 0.787

情况8 X6/Y
一致性 0.660 0.683 0.627 0.573 0.635 0.987
覆盖度 0.918 0.895 0.918 0.947 0.881 0.701

情况9 ~X6/Y
一致性 0.669 0.619 0.647 0.660 0.601 0.172
覆盖度 0.535 0.563 0.600 0.602 0.629 0.816

 注:~代表集合运算非。

示了高水平结果变量下,单一前因条件中组间一致

性调整距离大于0.2的情况。结果显示,首先,情
况1~情况5以及情况9中的前因条件的一致性水

平均小于0.9,不构成结果变量的单一必要性条件。
其次,尽管高技术管理能力、低技术管理能力以及

高公民数字参与在某些特定年份中呈现一致性水

平大于0.9且覆盖度大于0.5的情况,但它们均未

被X-Y 散点图验证为一致性条件[70-71]。此外,绘制

了条件变量一致性水平随时间变化的趋势图

(图2),该图显示,几项高水平前因条件的一致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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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前因条件的一致性水平随时间变化趋势

平随着时间推移呈现整体上升的态势。这一变化

情况与中国政府的数字化转型进程以及碳减排进

程相吻合。
3.1.3 组内一致性分析

组内一致性调整距离普遍大于0.2,表明6项

条件变量与结果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区域效应,与
中国碳排放格局存在空间差异的现实特点相符

合[61-63]。而当必要性条件分析中存在显著的区域

效应时,需要进一步探究样本的地区特征。基于相

关研究[72],将样本划分为东、中以及西部3类区域,
并采用方差齐次性检验、正态分布检验、单因素方

差分析以及Krusksl-Wallis秩和检验(K-W 检验)
等方法对“高条件变量和高结果变量”的一致性水

平进行进一步检验[72]。
方差齐次性检验与正态分布检验情况表明,高

政务服务能力以及高政府数字关注度通过了上述

两项检验,利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两项前因条件进

行进一步检验。而高数字基础设施、高技术投入程

度、高技术管理能力以及高公众数字参与未能通过

正态性检验,则利用K-W检验对该4项前因条件进

行进一步检验(表4)。
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高政府服务能力与

高政府数字关注度两项变量均通过了该项检验,表
明两项条件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K-W检验结

果显示,高数字基础设施、高技术管理能力以及高

公众数字参与均通过了该项检验,而高技术投入程

度未通过 K-W 检验,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P<
0.05)。进一步分析发现,高技术投入存在较为显

著的“东部-西部”以及“中部-西部”差异(表5),说明

西部地区相比东中部地区,用于区域数字政府建设

表4 单因素方差分析与K-W检验结果

条件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P

单因素方差

分析
K-W检验

高数字基础设施 0.750 0.300 — 0.801
高数字服务能力 0.750 0.180 0.317 —

高政府数字关注度 0.710 0.190 0.165 —
高技术投入程度 0.680 0.320 — 0.044**
高技术管理能力 0.770 0.200 — 0.865
高公众数字参与 0.710 0.270 — 0.407

 注:*、**、***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水平。

表5 K-W检验配对比较结果

条件

变量

显著性 一致性均值

东部-中部 东部-西部 中部-西部 东部 中部 西部

高技术

投入程度
0.605 0.039** 0.030** 0.7720.8580.476

 注:*、**、***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水平。

的资金投入较少,与西部地区经济基础相对薄弱、
财政资源相对匮乏的实际情况有一定程度的联系。
3.2 充分性条件分析

3.2.1 汇总结果

使用Rstudio的SetMethod包对影响区域碳减

排水平的数字政府要素进行充分性分析,以探究区

域高水平低碳发展的组态路径。根据Fiss[73]以及

张明和杜运周[74]的研究,将原始一致性阈值设置为

0.8,将PRI一致性阈值设置为0.75,将案例频数设

置为2。在反事实操作中,将6项前因条件状态设

定为“存在或缺失”。运行结果最终得到3条高水平

数字政府驱动区域碳减排的组态路径与一条低水

平组态。组态总体一致性分别为0.936与0.908,
高于0.8,且任一组态的一致性均高于0.8,说明

4条组态具备高稳健性;总体覆盖率为56.8%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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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3%,表明组态运行结果的案例适用性较强。根

据相关研究[70],3条高水平组态的组间一致性调整

距离均小于0.2,表明组态路径不存在时间效应;而
高水平组态的组内一致性距离均接近0.2,表明组

态路径存在一定的案例效应,需要进一步分析。
3条高水平组态分别被命名为“基建-资金”驱动型、
“协同”驱动型以及“技术-组织”主导型。条件组态

的构成情况见表6。
组态H1被命名为“基建-资金”驱动型。该组

态以数字基础设施、技术投入程度为核心存在条

件,以公众数字参与为边缘存在条件,以政务服务

能力为边缘缺失条件。该路径可以解释30.9%的

案例,揭示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技术投入程度这

两项数字政府的构成要素在驱动区域碳减排过程

中的重要功能。该路径意味着,在政务数字系统建

设起步相对较晚的地区,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提升科

技投入程度,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拓宽信息化

渠道以及时反馈公众环保诉求等方式来推动区域

低碳化转型,降低碳排放强度。
该组态的典型案例是山东省(2016—2021年)。

山东省作为全国重化工业基地,2016年,全省碳排

放量为10.97亿t,位列全国第2,碳减排形势严峻。
为推动区域节能降碳,山东省开展了多领域的节能

降碳行动,利用数字化手段提升区域碳治理成效。
首先,在移动基站、数据中心建设项目中大量引入绿

表6 条件组态的构成情况

条件变量
高碳减排组态 低碳减排组态

组态H1 组态H2 组态H3 组态L1
数字基础设施 ● ●
数字服务能力 ● •

政府数字关注度 •
技术投入程度 ● ● ●
技术管理能力 •
公众数字参与 • ●

一致性 0.923 0.957 0.944 0.908
PRI 0.808 0.927 0.828 0.763

覆盖度 0.309 0.429 0.236 0.503
唯一覆盖度 0.095 0.186 0.037 —

组间一致性调整距离 0.037 0.024 0.018 0.058
组内一致性调整距离 0.196 0.207 0.190 0.201

总体一致性 0.936 0.908
总体PRI 0.889 0.763

总体覆盖度 0.568 0.503

 注:●为核心存在条件;•为边缘存在条件; 为核心缺失条件;
为边缘缺失条件;案例频数为2;原始一致性阈值为0.8;PRI阈值

为0.75。

色清洁能源并推进智能光伏建设,优化数字基础

设施的供电结构,测试基站的转换效率比传统的

光伏发电高出30%左右,新能源使用比率达到

20%~30%,有效减少了因煤电能源消耗带来的

碳排放。其次,强化数字技术的关键性支撑,增加

数字技术领域的科技经费投入,部署省属企业开

展技术攻关,如推进全程数字化驱动的零碳智慧

高速项目建设,通过搭建一体化智慧路网管理终

端、高速云服务平台以及智能光伏网络,济潍零碳

高速实现年均减碳量6.1万t,有效推进了区域交

通的数字化低碳化转型。最后,山东省政府积极

利用“问政山东”等线上政民互动渠道,开展有关

“双碳”战略的专题问政和公众意见征询,倒逼相

关部门和重污染企业落实低碳化政策,扎实推进

碳排放配额履约。
组态H2被命名为协同减排型。该组态以政

务服务能力、技术投入程度以及公众数字参与为

核心存在条件,以技术管理能力为边缘存在条件。
该路径可以解释42.9%的案例,强调在数字政府

建设背景下,技术、组织以及环境3个维度在驱动

区域碳减排过程中发挥的协同作用。该路径意味

着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搭建高水平的数字治理平

台、增加科技经费投入、发挥数据管理机构在区域

数字化转型中的规划作用以及利用线上交流渠道

搜集公众减排意见等方式以推进区域的碳减排

成效。
该组态的典型案例有上海市(2017—2021年)、

北京市(2017—2021年)、浙江省(2018—2021年)
以及广东省(2017—2020年)等地区。上海市将治

理数字化作为推进区域低碳治理的关键路径,积极

探索区域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首先,搭建政务

服务云,整合各类数据资源,为民众提供线上的一

体化政务服务,有效减少了居民因办事出行带来的

碳排放和资源消耗。其次,搭建生态环境保护环境

大数据平台、碳普惠平台以及工业碳管理平台等数

字服务平台,为企业和社会公众提供碳核算、碳交

易以及碳核算等各类低碳服务,利用数字化手段驱

动社会多元主体参与区域碳减排行动,推动企业生

产方式与居民生活方式的低碳化。同时,持续推进

重点能源消费单位和重点行业企业能源数字管理

中心建设全覆盖,实现能源消耗的实时数据的精细

化管理,以有效减少能源浪费和碳排放量。上海市

政府还提出建设零碳数据中心的目标,通过对数千

台设备的更新和替换,预计将能源利用效率降至

561

               李佳澎等:数字政府建设驱动区域碳减排的组态路径 



1.3以下。最后,上海市积极推动制造业、能源领域

的数字化和绿色化协同转型标杆企业的创建,通过

资金支持、技术帮扶、试点评选等政策保障,塑造一

批标杆企业和应用场景以发挥行业示范作用,引领

产业数字化和绿色化协同转型。
组态H3被命名为“技术-组织”主导型。该组

态以数字基础设施、技术投入程度为核心存在条

件,以政务服务能力、政府数字关注度为边缘存在

条件,以公众数字参与为边缘缺失条件,可以解释

23.6%的案例,强调了技术与组织两个维度在驱动

区域碳减排进程中的作用。该组态表明,在公众对

碳减排话题的关注度不高、数字参与程度较低的情

况下,地方政府可以通过修建数字基础设施,提高

科技投入程度,搭建高水平的城市治理平台以及颁

布有关节能减排的一系列数字化政策来推动区域

碳减排进程。
该组态的典型案例有江西(2019—2020年)以

及贵州省(2019—2020年)等中西部地区,其匹配的

年度与样本较少,相对于前两种组态解释力较弱。
贵州省是中国数字政府建设的先进示范区,是第一

个获批国家级大数据综合实验区的省份,数字政府

建设经验丰富,区域数字化的基础较为深厚。2014
年,贵州省推出了政务云服务平台“云上贵州多彩

宝”,利用大数据技术,打通居民服务的“最后一公

里”,显著减少了政府办公与居民服务过程中产生

电力消耗与碳排放。2016年,贵州省政府出台了全

国首个大数据发展规制《贵州省大数据产业发展应

用条例》,随后又接连出台多部有关区域数字化的

发展规划,从政策层面支持区域工业以及能源行业

的数字化转型。此外,贵州省大数据管理机构积极

推进绿色数据中心以及绿色光伏基站等项目的建

设,提出数据中心能效值低于1.4的目标,并积极与

国内通信企业合作,开展低碳光伏试点基站建设,
新型基站的能源综合使用率达到35%以上,有效提

高了数字基础设施的能源利用水平,进而促进区域

碳减排。
3.2.2 组间结果

3种高水平条件组态的组间一致性调整距离均

小于0.2,表明案例样本不存在显著的时间效应。
绘制组态一致性水平的时间变化图(图3),观察后

发现3种组态的时间变化的相似度较高,且各组态

单一年度的一致性水平均高于0.85,反映了国家在

这一时期区域数字化转型成效显著、碳排放得到

有效控制的现实特点。但在2020年,“技术-组织”

主导型组态的一致性水平提高,而“基建-资金”驱
动型、协同减排型的组态一致性水平降低,在碳减

排问题上的数字参与度减少,因而由公众数字参

与驱动的组态 H1和组态 H2的一致性水平相对

降低。
3.2.3 组内结果

组内分析结果显示,组态H2协同减排型的组

内一致性调整距离水平大于0.2,而H1和H2两种

组态的组内一致性调整距离水平尽管低于0.2的阈

值标准,但已十分接近阈值标准。组内结果表明,
3条高水平条件组态均具有一定的案例效应,需要

通过进一步分析以揭示样本间的地区差异。绘制

组内一致性水平分布图(图4),观察后发现,首先,
3条高水平组态在多数省份的组内一致性水平较

高,表明3条组态的案例解释力较强。其次,中、西
部部分省份在3种组态的案例解释力弱于东部省

份,山西的情况尤为突出,山西省3条组态的一致性

水平均低于0.5,因而组态结果无法有效揭示山西

的碳减排进程。这可能是由于山西省作为全国煤

炭发电基地,能源生产和消费量巨大,能源产业结

构转型困难,地方政府无法在短期内通过区域数字

化转型等手段调整能源消费结构,降低区域碳强

度。而在宁夏,协同减排型组态的组内一致性水平

要低于其他两种组态,这可能是宁夏政府更注重于

区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力图通过完善算力设施、
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平台等建设,打造全国算力

中心,因而其他数字要素在当地数字化建设的重要

程度相对较低。同时,宁夏人口较少,公众的数字

参与程度相对欠缺。此外,宁夏的省级大数据管理

机构成立时间较晚(2024年),技术管理能力相对不

足,因此宁夏在协同减排型组态(H2)层面上,案例

解释力较低。
3.3 稳健性检验

在完成QCA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之后,需
要对分析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以确保分析结果的

有效性。根据相关研究[67-68],选取提供原始一致性

阈值以及提高PRI阈值等两种方式来检验组态分

析结果,将一致性阈值由0.8提高到0.85,将PRI
阈值由0.75上调为0.8。稳健性结果显示,上调一

致性阈值后,组态路径的分布、数量、条件构成、整
体一致性以及整体覆盖率与原组态运行结果完全

一致;而上调PRI值后,新的组态结果与原组态结

果呈现明显的子集关系。两项检验表明组态分析

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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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条件组态的组间一致性水平分析结果

图4 条件组态的组内一致性水平分析结果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结论

聚焦于数字政府建设与城市低碳发展的关系

问题,基于TOE理论和相关文献,搭建起数字政府

建设驱动区域碳减排的分析框架,并选取2016—
2021年全国省级数据,利用动态QCA定性比较分

析方法,对数据进行必要性分析与条件组态的充分

性分析。必要性研究发现,前因条件存在着一定的

时间效应和案例效应,特别是技术投入程度在东中

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一致性水平差异化较大,一定

程度表明了各地区数字赋能碳减排模式的差异化。
充分性研究表明,高水平碳减排效应的实现存在

3条差异化组态模式:“基建-资金”驱动型(H1)、协

同减排型(H2)以及“技术-组织”主导型(H3)。3类

组态中,技术投入程度作为共性核心存在条件,验
证了其在低碳转型中的基础性作用。研究进一步

发现,3条高水平组态均存在一定的案例效应,中西

部地区的部分省份相较于东部地区省份,利用数字

政府建设手段降低区域碳排放的方式存在一定的

区域差异。
4.2 政策建议

(1)强化数字政府内部要素的系统协同,构建

多维联动的减排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政府推

动碳减排并非依赖单一要素,而是技术、组织与环

境条件组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地方政府在推动数

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时应注重多要素的协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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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维度,重点推进区域绿色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在数据中心、通信基站建设中积极推动节能化改

造,提高清洁能源的使用率,形成规模化的数字基

建减排网络;积极构建更高水平的一体化区域碳治

理平台,整合能源、工业、交通等多源数据,有效识

别区域控碳降碳路径,实现对重点排放主体的实时

监测与趋势预警,为精准碳决策提供更可靠的数据

保障。在组织维度,健全数字政府的职能配置与协

调机制,推动省、市各级大数据管理机构的实体化

与效能提升,明确其在碳管理中的数据枢纽与协调

职能,通过加强对区域数字产业的科学规划和宏观

指导,建立符合区域数字化绿色化进程的政策体

系;保障并优化科技财政投入结构,设立绿色技术

研发与应用专项,引导资金向数字化减排技术的研

发与应用领域倾斜,激励数字低碳技术的创新与场

景落地。在环境维度,着力构建透明、快捷的数字

化政民互动渠道。一方面,利用政府网站、政务

App等平台主动披露碳信息,开展政策解读;另一

方面,完善环境诉求的线上征集与反馈机制,将公

众意见有效纳入环境决策流程,提升碳治理的响应

度与社会认同感。
(2)立足区域发展特点,探究多元化的数字化

绿色化协同发展策略。针对各地区数字政府发展

水平和社会经济条件不同,探究符合本地区特点、
差异化的数字化减排路径。对于数字基础较好、创
新能力强的东部地区,政策重点应置于深化数字化

协同减排进程。要推动政务服务平台与碳管理系

统的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双碳服务平台的监测、规
划与资源调配功能,为企业与公众提供高效的碳核

算、碳普惠以及碳积分等服务,激发全社会参与碳

治理的积极性;打造高标准、可持续的数字产业集

群,以吸引数字人才与资本,打造数字化绿色化协

同的标杆区域。对于数字发展处于追赶阶段的中

西部地区,可采取“基建-资金”驱动型或“技术-组
织”主导型路径。一方面立足区位优势,构建特色

化数字发展体系。在宁夏、贵州等可再生能源富集

的地区,可利用其地广人稀的区位特点,战略性地

布局绿色算力基础设施,将数字基建与本地绿电优

势结合,将资源优势转化为数字减排新动能,打造

面向全国的零碳数据中心集群;另一方面着力完善

数字政府的组织架构,通过清晰的数字化发展规划

引导有限资源投入关键领域,逐步积累减排能力。
对于山西等能源重化工业省份,研究发现数字政府

的单一作用有限,单纯依靠区域的数字政府建设无

法有效推进碳减排进程,需采取更综合的转型方

案。在推进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节能改造的同

时,必须强力配套能源结构优化、产业替代扶持等

结构性政策,强化产业政策、能源政策与环境政策

的协同配合,破解“碳锁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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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gurationPathwaysofDigitalGovernmentDevelopmentDrivingRegionalCarbon
EmissionsReduction:ADynamicQCAAnalysisBasedonProvincialPanelData

LIJiapeng1,JIANGSuni1,WANGYujia2,WANGQiao3
(1.FacultyofSocialSciences,UniversityofMacau,Macau519000,China;2.SchoolofInternationalEconomicsandTrade,
Central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Beijing102206,China;3.SchoolofPublicAdministration,Huazhong

AgriculturalUniversity,Wuhan430070,China)

Abstract:Advancingregionaldigitaltransformationisanessentialrequirementforimplementingthenationalinnovation-drivendevelopment
strategyandacrucialleverforachievingthedualcarbongoals.Asanemergingmodeloftechnologicalgovernance,digitalgovernmentplaysa
vitalroleinpromotingregionalgreendevelopment.BasedonTOE(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theory,sixantecedentconditions,
includinggovernmentdigitalattention,wereselected,anddynamicQCA(qualitativecomparativeanalysis)wasappliedtopaneldatafrom
provincial-leveladministrativeregionsacrossChinafrom2016to2021.Diversepathwaysthroughwhichdigitalgovernmentconstructiondrives
regionalcarbonemissionreductionwereidentified.Clusteranalysisidentifiedthreehigh-levelconfigurationpathways:infrastructure-funding
driven,collaborativeemissionreduction,andtechnology-organization dominant.Furtheranalysisindicatesthatallthreehigh-level
configurationsexhibitcertaincaseeffects.
Keywords:digitalgovernment;carbonemissionreduction;TOE(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theory;dynamicQCA(qualitative
comparativeanalysis);configurationpath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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